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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农业女工:流动规律、劳动状况及其农政变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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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21 世纪初开始，跨国农业工人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大量涌入中国甘蔗产业。基于在广西、云南两地的田野调

查，本文发现，来华的跨国农业工人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点。低效率的机械化收获水平、密植

型的甘蔗种植方式使生产者更偏好雇用女工，但分工的不同使迁移中收入增长的红利更多地被男性获得。中国甘蔗产业的农

政变迁呈现出“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特征。由于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地理上的隔离与区分，很大一部分跨国农业工人无法

在春节或泼水节后来华，甘蔗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不能被完全满足。这些发现表明，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变迁、

谋划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方案应在全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进行，并需要将性别维度纳入审视的范围。

中图分类号: C913． 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 2022) 03－0074－11

作者简介:汪淳玉( 1978－) ，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留守人口、流动人口、土地问题。

*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英国国际研究所全球挑战基金项目［UKＲI Global Challenges Ｒesearch Fund( 项目编号: ES /S007415 /

1) ］的支持。

Southeast Asian Female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China:
Migration Patterns，Labor Ｒegimes，and Implications for Agrarian Change

WANG Chun-yu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n female agricultural workers; migration patterns; labor regimes; agrarian change; gender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workers，particularly females have been coming from Vietnam and Myanmar to southern China

to work in sugarcane plantations since the 2000s． Based on field work in Guangxi and Yunnan，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south-

east Asian female agricultural work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s'，and also higher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the Water-Sprinkling

Festival) than after the festivals． Due to inefficiency in mechanized harvesting and densely planted fields，sugarcane producers prefer hir-

ing female workers． However，the different division of labor allows men to obtain a higher share of the dividends of income growth in mi-

gration． The overall agrarian reform in relation to sugarcane industry in China is largely“low-wage labor dependent”． Moreover，due to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segrega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labor reproduction，a large propor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re unable to come to China after the Spring Festival or Water-Sprinkling Festival． The structural demand for cheap labor in the

sugarcane industry cannot be fully met． The above find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agrarian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design of rural vitaliza-

tion strategy are best to b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igration an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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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产糖大国之一，食糖生产约 85%以

上来自甘蔗，来自另一种糖料作物甜菜的食糖生产
占比不足 15%①。随着中国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以
及农村劳动力工资的迅速攀升，中国甘蔗的种植和砍
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越南、缅甸的跨国农业
工人，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来完成②。据作者调查，
广西、云南两地的跨境农业工人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90年代甘蔗产业从广东、海南向西转移时期③。

这些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
注。韦福安发现，在中国的越南砍蔗工人以女工居
多，呈现出“分散进入，集中居住”的特征; 其工作待
遇和生活状况与本地劳工没有太多区别; 因为民族
相同，语言文化相通，她们更像是游走于边境的“故
乡人”［1］(PP72－77)。这些外籍散工大量涌入中国，既是
边民长期交往、区域经济合作的结果，也有文化认同
和利益博弈因素的影响。这一新现象为跨境人口治
理带来新的挑战［2］(PP35－43)［3］(PP40－47)［4］(PP118－154，PP159－160)。目
前，中国学者对跨国农业工人的研究以人类学、管理
学、人口学为主，重点考察外籍人口的管理和融入问
题。这些研究发现了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人现
象，也注意到这一群体以女工居多的特征，但对其农
政变迁( agrarian change) 的意涵关注不足。

农政变迁是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
型有关的经典议题。它涉及社会转型的阶级动力、
路径和结果，包含农民、农业、农村、土地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5］［6］(PP1－38)。其中农业雇工是讨论农政变迁方向
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的重大变
迁，黄宗智教授判断其性质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
化”，即中国并没有发生类似于欧洲农业转型过程中
大批农民被剥夺土地后沦为无产者的现象，也没有出

现大规模的农业雇工，但还是顺利地实现了农业资本
积累，完成了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7］(PP10－30)。其判断
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就是农业雇工的数量。黄宗智教
授计算出农业雇工( 短工) 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
入的 0． 3%，长工仅占 3． 0%。这一数据基于谷物、蔬
菜、花生和菜籽油、棉花和苹果等作物的生产投入情
况计算得出，甘蔗并不在核算的范围之内。而中国的
甘蔗产业恰恰高度依赖农业雇工，特别是跨国农业女
工。关于跨国农业工人的讨论，就成为理解中国甘蔗
产业农政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研究主
要关注以下问题:跨国农业工人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
么? 跨国农业工人以女工居多的群体特征因何形成?

跨国农业工人如何影响甘蔗产业的发展与变迁? 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农政变迁的方向
产生更深入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可以在更广泛意义上
回应与中国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的议题。

二、文献回顾
关于跨国农业工人形成的内在机制，一般有两

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
发，认为农业工人的跨国流动是利弊权衡下个人理
性选择的结果，可以放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解
释［8］(PP227－264) ;另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指
出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首
先是基于流入国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马克
斯·韦伯( Max Weber) 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
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9］中指出，19 世
纪德国的大地主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债台高筑的双重
压力，不得不通过引进廉价的外籍劳工来维持经营。

结果是大量德国农民向发达的德国西部地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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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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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糖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 /2020 制糖期全国生产食糖 1041． 51 万吨，其中甘蔗糖占 87%、甜菜糖占 13%，全国食糖
销量为 909． 02 万吨; 2020 /2021 制糖期全国生产食糖 1066． 05 万吨，其中甘蔗糖占比约 85%、甜菜糖占比约 15%，全国
食糖销量为 961． 78 万吨。参见 http: / /www． chinasugar． org． cn / l，6，0． html。
参见凭祥市糖业发展办公室:《崇左:三万多境外劳工涌入边关务工就业》，沐甜科技网，http: / /www． msweet． com． cn /epor-
tal /ui? pageId =1014425＆articleKey =2295457＆columnId =1013983，2018年 1 月 17 日;东盟网:《缅甸上百名在云南临沧砍
甘蔗的工人回国，在边境接受隔离》，网易新闻，https: / /www． 163． com/dy /article /FAOLD3L30514C5E4． html，2020年 4月 21日。
“东糖西移”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指甘蔗种植区从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转移。标志这一
进程开始的政策文件是《国务院印发关于研究广西发展糖业生产问题会议纪要的函》( 国函〔1988〕34) ，函中要求将广
西建成全国重点糖业生产基地。



而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缺口则由斯拉夫人( 主要指波
兰人) 来补充。同样，为了获得更加廉价和驯服的农
业工人，种植园主在攫取土地之后将印尼本地的劳
动力驱走( their land is needed，but their labor is not) ，
而来自遥远的马来西亚的农业工人被招揽到棕榈种
植园［10］(PP281－298)。移工数量的多少、劳动力的组成，是
由流入国政府通过种种制度来控制和再造的。当今
流入国关于边境和移民的种种制度定义了不同层次
的从属关系、歧视和分割。这些制度不是单纯的排
斥，而是差异性包容，旨在过滤、选择和引导移民流
动。国家通常会在维持本地就业和保证资本的有效
积累之间权衡［11］(PP1050－1087)。韦伯曾建议关闭东部边
界、通过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取缔依靠外来劳工的
大庄园，防止国土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人蚕食［12］(P10)。
在大萧条时期，为保证国内就业，美国政府颁发给墨
西哥农业工人的短期移工许可证 ( the bracero pro-
gram) 的数量骤然减少［11］(PP1050－1087) ，对非法入境的墨
西哥农业工人的态度也从默许转为遣返［13］。此外，
地缘政治冲突和内战也可能引发跨国农业工人的被
迫流动，而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则使部分国
家关闭了曾向跨国农业工人打开的大门。

跨国农业工人是流入国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
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通常是困苦、艰辛、不稳定
的。研究者一般借助劳动过程理论，讨论雇主如何
进行劳动控制以及如何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
值，揭示工人们受剥削的实质［14］(PP389－402)［15］(PP40－67)。跨
国农业工人的再生产困境往往与不稳定的工资、恶
劣的工资条件等劳动状况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成
本大部分是由流出地承担［16］(PP22－33，P242)。跨国劳工体
制的特点是劳动力的维持与更新从制度上和地理上
被区分与隔离。墨西哥农业工人在劳动场所与长期
居所之间的往复流动，表明劳动力维持与更新在实

际上相互依存［11］(PP1050－1087)。这种跨国农业工人所具
有的临时性、季节性、从属性的群体特征是被国家与
资本共同构建的［17］(PP1－9) ，同时也受到农业现代化转
型的形塑。在意大利北部，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
来，西红柿的收获已经完全机械化; 而在南部，大部
分的西红柿仍然由外国劳工手工收获。在零售商驱
动的供应链中，为跨国农业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
更好的工作条件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意大利
南部的西红柿收获者组织起来，强行要求更好的工
作条件和正常工资，也难以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很可
能会被机器所取代［18］(PP58－76) ，而且正式的招聘并不一
定能保证比非正式的中介提供更好的劳动条
件［19］(PP198－216)［20］(PP58－76)。在详细分析跨国农业工人的
迁移路径与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布里吉特·欧·拉芙
林( Bridget O' Laughlin) 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
被广义地理解为工人阶级为谋求生存和修复受损的
生命而进行的持续斗争［21］(PP1－20) ，这既包括公开的抗争
( overt resistance) ，如希腊的跨国农业工人走上街头
索要被拖欠的工资［22］(PP1－26) ，也包括隐蔽的抗争( cover
resistance) ，如印尼的马来西亚农业工人创造了一个
“跨国社会空间”以应对不稳定的生存状态［23］(PP851－874)。

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影响了流入地的农业生
产，甚至影响了全球食品体系。他们构成了脆弱、廉
价和灵活的劳动力储备，为雇主减轻了成本上涨的
压力，满足了农业食品链对即时生产 ( just-in-time
production) 的要求［22］(PP1－26)。劳动力成本的压缩一定
程度上使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挤压的南欧中
小型农场得以恢复［22］(PP1－26)④，使希腊的草莓产业得
以扩大［24］(PP128－144)。当地雇主利用跨国农业工人不稳
定的法律地位、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分割、非正式的招
聘系统以及监管人员的暴力威慑进行剥削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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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跨国农业工人在西班牙占农业工资劳动者的 24%，在意大利占 37%，在希腊占 90%，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规雇佣工人。参
见 Moreno-Pérez，O．，Gallardo-Cobos，Ｒ．，Sanchez-Zamora，P．，and Ceña-Delgado，F．，“La Agricultura Familiar en España: Pautas de
Cambio Y Visibilidad Institucional”，Agriregionieuropa，2015，( 43) ; Corrado，A．，and Perrotta，D．，“Migranti che Contano: Mobilità e
Confinamenti nell'agricoltura dell'Italia Meridionale”，Mondi Migranti，2012，( 3 ) ． Papadopoulos，A． G．，“In What Way is Greek
Family Farming Defying the Economic Crisis?”，Agriregionieuropa，2015，( 43) ;转引自 Corrado，A．，Pericacho，C． D． C．，and Per-
rotta，D．，“Cheap Food，Cheap Labour，High Profits: Agriculture and Mobility in the Mediterranean”，in Migration and Agricul-
ture: Mo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edited by Alessandra Corrado，Carlos de Castro Pericacho and Domenico
Perrotta，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17。



超过 220 万名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后，被当地橄
榄园以 30－35 里拉( 约 10 欧元) 的日薪雇用。土耳
其的橄榄业因此增强了竞争力，地中海盆地的农业
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调整［25］( PP168－180)。英国脱欧之后，
跨国农业工人的减少已经使多家农产品企业联合起
来呼吁当局出台新的政策机制，以招揽廉价的外来
工人( low-cost imported labor) ［26］。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跨国农业工人的已有研究
中，性别维度的研究并不常见。这既是因为对农业工
人性别的想象一般为男性，也是因为研究者似乎往往
被一些更宏大的主题所吸引，如资本流动、土地攫取、
移民融入、阶级剥削、劳动控制等。然而，农业从来都
不是男性的专属，男性农业制度和女性农业制度在世
界不同地区同时存在，并因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外来文
化的影响而有相互转化的趋向［27］(PP3－11)。也有少数学
者注意到基于性别维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西班牙
维尔瓦省的草莓种植业雇用的多是女性，且一般签订
正式合同; 而其他行业更倾向于雇用非法入境的男性
工人［19］(PP198－216) ，但作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希腊外籍
劳动力市场从非正规走向正规的过程及推动力量，对
职业性别隔离并没有做过多论述。在津巴布韦和赞
比亚的甘蔗种植园里，无论是长期工还是季节工，外
籍男性农业工人都多于女性［28］(P14)［29］(PP1－16) ，作者基于薪
资报酬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等级对此作出了解
释。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甘蔗种植园提供的长期或
短期工作劳动报酬较高，因此这些工作通常被男性所
占据。在美国西南部生菜产业中，男性非法移民从事
技术要求较高的人工收割工作，稳定的合法女性工人
则从事机器收割工作，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处于弱势
地位的不同性别的工人被雇主安放在劳动过程的不
同位置上［30］(P96)。在劳动状况方面，布里吉特·欧·拉芙
林详细描述了在南非甘蔗种植园劳作的莫桑比克妇
女的生产生活。高温和高湿的工作环境使蔗田女工的
健康饱受伤害。她们不得不忍受没有卫生间的简陋
居所和蔗田，也面临被骚扰的风险［21］(PP1－20)。

综合以上文献，已有的跨国农业工人研究为我
们分析中国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人提供了重要
的思路和启示，却难以解释中国甘蔗产业中明显与
其他国家甘蔗产业有别的跨国农业工人的性别比
例，也未述及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与中国甘蔗产业
的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因此，基于性别维度的中
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
实践价值。

三、研究方法
作者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农政变迁研究课题组

从 2015 年开始关注跨国农业工人。为考察越南、缅
甸跨国农业工人及其与主要农业产业、农村和农民
的关系，我们于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2019 年四
次前往广西和云南的两个甘蔗大县，并于2020－2021

年对跨国农业工人、甘蔗种植企业负责人、甘蔗主产
区部分乡镇的主要领导进行了电话访谈⑤。课题组
共计访谈了 13 个砍蔗工群体，其中有访谈编号记录
的砍蔗工 42 人、工头 7 人，另外访谈了散户( 甘蔗种
植面积 100 亩以下的蔗农) 28 人、大户( 甘蔗种植面
积在 100－200亩的蔗农) 9人，以及甘蔗种植企业负责
人 2人。工头和砍蔗工一般来自同一个村庄，或者临
近的村庄。砍蔗工中女性 31人、男性 11 人，其中有 7

对夫妻。工头中男性 6 人、女性 1 人( 为其中一位工
头的妹妹) 。访谈的散户中 22人为男性、6人为女性。

大户中男性 8人、女性 1 人。两位种植企业负责人均
为男性。本文为课题组调研发现的初步呈现和分析。

四、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规律和特点
20世纪 90年代，在国家多项糖料基地建设政策

的大力推动下，广西和云南的甘蔗产业得到快速发
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甘蔗种植面积 1980

年为 47． 95 万公顷，1990 年迅速增长到 100． 88 万公
顷，之后进入波动增长阶段，到 2019 年，全国甘蔗种
植面积为 138． 19万公顷。其中广西和云南的甘蔗种
植面积分别为 89． 02 万公顷和 24． 61 万公顷，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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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课题组成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师叶敬忠、汪淳玉、李华以及研究生吴存玉、汪蕙、胡琴、杨虎、张曾等。
参与实地或电话调研的还有 Saturnino Borras，Le Thi van Hue，Khu Khu Ju等荷兰、越南和缅甸学者。



甘蔗种植总面积的 82． 23%⑥。
随着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广西、云南两地对农

业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甘蔗的作物特性使特
定时期内该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显著和集
中。甘蔗属于温热带作物，在广西是每年 11 月到来
年 3月成熟，在云南是每年 12 月至来年 4 月进入砍
收期。甘蔗砍下后 48 小时内必须入厂，否则含糖量
将大大降低，影响出糖率。因此，从糖厂获得蔗票⑦

后，蔗农必须马上安排人手砍蔗，按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送甘蔗入厂。一车甘蔗 13－15 吨，需要 7－9 人砍一
整天。据本地农民估算，如果不雇工，“两公婆(指一对
夫妻)勤力，能够种二十多亩甘蔗，还要亲戚朋友帮忙
互砍，再多就种不了了”。因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扩大
甘蔗种植面积，在经历了较为短暂的换工和帮工后，广
西、云南两地的甘蔗种植户开始大量雇用外地劳动力。

最初是大化县的人来砍蔗，当时的价格是包吃
住，5 元 /天。后来天等县的人来了，( 他们) 能吃苦，
做活好，18 元 /吨，把大化县的人都挤走了。再后
来，就是贵州、云南的人来砍蔗了。云南本地也种甘
蔗后，来得也少了。1998 年以后，雇工工资逐年上
涨，1999 年是 20 元 /吨，2000 年变成 30 元 /吨，在越
南人大批来村里之前( 2011 年) ，已经涨到 140 元 /
吨。越南人刚来时，是 0． 8 元 /把，900 把 /车，当时
搬蔗 200 元，装车 200 元，计算下来是 86 元 /吨，便
宜太多了。现在是 1 元 /把了。只有在屯里没有越
南工的情况下，才会到镇上请工。( 2016 年 1 月广
西调研访谈记录，BL20160113) ⑧

雇工工资的涨落，可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农业经营
的兴衰，更可直接表示劳动者收入的增减［31］(P183)。中
国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雇工工资的上涨，并不

断吸引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涌入，之后逐渐影响到更遥
远地区的农村，直至波及周边国家。在劳动力无限供
给的分析中，W．阿瑟·刘易斯( W． Arthur Lewis) 曾指
出，当一国的雇工工资上涨到生存线以上时，该国既
可以通过引入国外的剩余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出口资本
( exporting capital) 来缓解和应对［32］(PP139－191)。正是在广
西、云南甘蔗产业快速发展、雇工工资快速上涨的背景
下，越南、缅甸的跨国农业工人开始进入中国。

实地调研发现，中国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
人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
和特点。在云南镇康县，砍蔗高峰季节有 2 万名左
右的缅甸工人入境，其中 80%为女性( 见访谈记录
ZK20190309) 。在扶绥县 PL 屯，越南女工也超过了
一半( 见访谈记录 FS20180103) 。她们一般每年 11
月初或 12 月初大批进入中国，来年 1 月底临近春节
时返乡。春节 ( 或泼水节) 后流入中国的越南和缅
甸砍蔗工的数量不足年前的一半。这些规律和特点
与中国甘蔗产业的农业转型、种植方式以及跨国劳
动力的再生产成本有关。

( 一) 性别偏好: 与农业转型和种植方式相适应
的生理特征

中国的甘蔗种植、砍收与搬运方式曾经历过政
府和市场主导下的转型，且转型的主要方向是推动
甘蔗产业朝机械化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转变。中国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甘蔗机械生产技术
及样机，但研发和推广进展比较缓慢。2015 年中国
的机耕、机播、机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
88． 8%、64． 2%和 64． 9%，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3%⑨，但中国甘蔗产业的综合机械化率仅在 46%
左右，机械化收获率更是不足 0． 1%［3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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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农业部:《中国农业年鉴》，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 年，第 21 页; 农业部: 《中国农业年鉴》，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2 年，第 292 页;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2020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第
135 页。
蔗票即砍蔗证，上有蔗农的姓名、砍蔗数量、入厂日期以及派车单号等，凭此证砍下的甘蔗由糖厂安排车辆装车入厂，无
证不得入厂。这是糖厂为控制每天入厂原料数量而设定的制度。糖厂根据其产能制定蔗票数量，按距离远近和甘蔗成
熟度给蔗农发放蔗票，通过蔗票来整体协调蔗区内蔗糖的砍收和运输，减少无序砍收带来的甘蔗损耗。
2018年砍蔗价格上涨至 1． 3 元 /把，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涨至 1． 5 元 /把。广西蔗区的甘蔗一把为 30 斤，云南蔗
区的甘蔗一把为 50 斤。
机经网:《2015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预计达 63%》，http: / /www． mei． net． cn /nyjx /201601 /650720． html，2016 年
1 月 21 日。



一般认为，甘蔗产业机械化进程难以推进，是自
然条件复杂、机械设计不合理以及农艺条件不达标
等原因。例如，切段式联合收割机机体庞大，不适宜
于中国复杂的自然条件; 整杆式联合收割机无法收
割倒伏甘蔗且剥叶技术不成熟;等等。更重要的是，
中国蔗区的整体农艺条件达不到机械化作业的要
求，如选种不当、行距过窄、耕整地不达标、田间管理
不完善等［33］(PP1－13)。而农艺条件的变迁是难以骤然
实现的，它需要对经营方式、人员素质、技术条件进
行整体性和系统性变革。因此，除少数政府打造的
“双高”基地( “双高”指高糖、高产) 以外，中国的甘
蔗种植仍然属于密植型。农民为尽可能地利用土地，
种植行距一般为 70－90 厘米，株距不足 20 厘米。砍
蔗时工人需弯腰从根部砍下，砍得越靠近根部，浪费
越少，也就越能增加亩产。砍蔗所用的工具一般是木
柄旋刀，需要手腕灵巧，对力气的要求不高。砍蔗工
砍下甘蔗后握住根部，将刀贴近甘蔗向上滑旋，削掉
蔗叶和蔗梢。在植株密集的蔗田，身形矮小的女性更
占优势，女性的天均砍蔗量一般都高于男性，甚至未
成年人也比男性砍得快，砍得多。我们在调研地观察
到，跨国砍蔗工通常7－9人为一队，其中男性只有2－3
人。7－9人一天的砍蔗量，刚好够 1车( 13－15吨) 。

我一天大概能砍 120－130 捆，每捆 1 块钱，1 个月
差不多能挣 1千万(越南)盾。有时候下雨或者生病受
伤，就砍不了了。我老婆砍得快一点，能挣 1千 4百万
(越南)盾。这笔钱够我们家过春节( Tet) 了，买肉、买
衣服和买糖都够了。( 越南砍蔗工，侬族，30 多岁，男，
来自越南谅山省右陇县 Huu Lung。访谈记录
FS20180130)

我家有 5 英亩地，我和妻子什么都种一些，豆
子、水稻都种，但年成最好的时候，田里的收入也只
抵得上我在中国干一个月的工钱。所以今年我把我
儿子也带来了，他 15 岁了，砍得比我还快。( 缅甸砍

蔗工，30 多岁，男，来自实皆 Sagaing State，电话访谈
记录 20200508)

我们发现，机械化收获难以推广的最根本原因
在于糖厂和农民都更倾向于用人工砍收甘蔗。一是
用人工砍收更便宜。跨国农业工人的工资远低于本
地工人，按照雇主的计算，在使用越南工的情况下每
亩砍蔗成本至少低 80 元�10。二是人工砍收的得蔗
率更高。若用人工砍收，每亩可收获 4． 5 吨，用机械
砍收就只能收获 4 吨。三是机械砍收的扣杂率高于
人工砍收�11。这进一步降低了农民使用机械砍收的
积极性。糖厂也更愿意人工砍收的甘蔗入厂，因为
杂质少，每吨甘蔗的得糖率更高。

可以预见，在跨国农业工人的人工成本超过机
械成本之前，中国南部甘蔗的机械化收获很难得到
推广。这也意味着中国甘蔗产业的收获环节在较长
一段时间内仍需依靠人工，特别是依靠跨国农业女
工来完成。在机械化收获方面推广较为成功的机械
只有装车爪机。而这一类机械的使用进一步减少了
甘蔗产业对强壮劳动力的需求，使女性进入甘蔗产
业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跨国砍蔗女工已成为中国
甘蔗产业发展和农民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

( 二)季节性流动: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
跨国农业工人的另一个流动规律是春节( 或泼水

节)后，从越南和缅甸流入境内的人数骤减，中国农民
很难请到工人。春节后天气转暖，广西的蔗农尤其急
于砍蔗，以便抢种西瓜�12。西瓜早一天种下，早一天成
熟，就能早一天上市，赶上好价钱。这促使蔗农愿意
抬高砍蔗工价，因为“季节不能等”。春节前 100 元 /
吨的砍蔗费，在节后能涨到 120 元 /吨。有些散户甚
至能给到 150元 /吨。云南的蔗农在泼水节后也为请
工发愁，节后的工钱往往比节前高出 1 /3 左右，还不
好请到工人。一部分种蔗大户不得不使用机械砍收。

从调研资料来看，跨国农业工人的季节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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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跨国农业工人的收入低于中国农业工人，但这笔收入已经是迁出国同等时间内务工收入的 2－3 倍，
甚至 4－5 倍( 特别是在缅甸战乱时期) 。
扣杂率由糖厂制定，以扣除每吨入厂甘蔗中的杂质( 如泥土、蔗叶、蔗梢) 等。一般人工砍收的扣杂率为 1% －3%，机械
砍收的扣杂率为 8%－10%。例如，机收入厂 100 吨甘蔗，扣杂后按 90－92 吨计算蔗款。
中国南方的甘蔗和西瓜互利共生。生长期西瓜的藤蔓缠绕甘蔗，使西瓜不易被台风吹散。西瓜收获后的藤蔓茎叶成为
甘蔗的养分。中国南方农民尝试甘蔗套种西瓜是在 21 世纪初左右。



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有关。与中国南方的农时相
似，节后越南和缅甸的农田也到了开耕时节。越南
砍蔗工多来自靠近边界的北部山区如谅山 ( Lang
Son) 、谭朗( Tan Lang) 、文浪 ( Van Lang) 、那岑 ( Na
Sam) 、北江( ) 等地; 缅甸砍蔗工多来自缅
甸南部，而不是靠近边境的果敢地区。这些跨国农
业工人家中一般有农田( 但是不多) ，以种植水稻为
主，并不足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

到腊月 19 号，我们就来两个月了。我们那边不
种稻子，种荔枝。挣的钱用来买米，买一些种荔枝所
需要用的肥料和农药。我们也买几个小鸡和猪崽，
自己家过年吃的。( 越南砍蔗工，侬族，30 多岁，女，
来自北江省。访谈记录 20180201－b)

我来自内比都( Naypyidaw) 附近的农村，这里 80
多个人都是我带来的，一个村的，不到 30 个男工，50
多个女工。泼水节之前我要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带
回去的钱大部分都吃用掉了，也有一部分留着买种
子、化肥。( 缅甸工头，40多岁，访谈记录 20190310)

透过砍蔗工人的资金用途，我们发现，维系家庭
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跨境砍蔗工人的主要流动原因，所
获资金除维持家庭的开支外，主要用于购买农资。单
靠家中的农田或单靠砍蔗的工钱都不足以支持一个
越南或缅甸家庭的再生产。这一重要原因决定了他
们在华的停留时间。有些越南工人也会在春节后来
砍蔗，停留约 40天，但很少夫妻两人一起来华，“总要
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开田”。而且在缅甸，田地是村民身
份的重要标志，与修建居所、子女教育、社区林地的使用
权等有重要关联［34］，这使他们不敢也不能放弃国内的
土地。只有一些因战火失去土地的缅民，才可能在中
国停留更长时间。在华务工的现金收入和在缅(越) 劳
作的实物收入、为数不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社区
网络共同支撑了跨国农业工人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

虽然与欧洲、美国的跨国农业工人一样，来华的
跨国农业工人也因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不得不在中
国和缅甸、越南之间往返流动，但不同的是，希腊的

草莓采摘工、意大利的西红柿采摘工、美国的苹果采
摘工一般都会在整个收获期停留在流入国，而来华
的跨国农业工人并不是整个收获期都停留在中国，

这意味着跨国农业工人并不能满足中国甘蔗产业对
廉价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

总体而言，从流动规律来看，与男性相比，跨国
农业女工确实得到了更多的流动机会。这种机会的
释放源于中国甘蔗产业的机械化转型不成功，使中
国境内甘蔗密植型的种植方式得以保留。劳动力再
生产的压力使跨国农业工人不能在整个收获期停留
在中国，这抬高了中国甘蔗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可
能促使中国甘蔗产业发生新的变迁。

五、跨国农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报酬
在中国出台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的政策文

件�13之前，越南和缅甸的劳工一般通过非正式渠道来
华，中国政府对此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遣返制度，而是
持默许、容忍的态度。2013年后，中国云南、广西开始
推进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改革，允许缅甸、越南边民通
过劳务公司代办合法证件，并在中国边境地区规定范
围内从事临时工作。到 2018 年，我们访谈的跨国农
业工人大部分有正式的务工证�14。他们的雇主通常
有农业企业、大户和散户三种类型。下面我们分析来
华渠道和雇主类型对跨国农业工人劳动状况的影响。

( 一)不同的来华渠道和雇主类型，相似的劳动
条件

跨国农业工人通过不同渠道来华，为不同的雇
主所雇用，他们的劳动条件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无论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渠道入境，工人都只能
获得最基础的居住条件。他们用塑料布隔开男女宿
舍，用砖头和木板搭床，有些工人甚至就睡在地上。

雇主和工头会为跨国农业工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
务，即受伤或生病时会带他们去卫生室买药，或者去
附近诊所看病。

农业企业一般会安排跨国农业工人住在企业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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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云南瑞丽进行跨境劳务试点，出台了《德宏州境外边民入境务工管理暂行办法》。2015 年 7 月广西东兴开展跨
境劳务试点，2016 年 7 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凭祥市; 2017 年 2 月《广西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方案》出台，将广西所
有边境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这一现象也可能与非正式流入的跨国农业工人“躲避”我们的访谈有关。



置的仓库内。工头提供锅碗瓢盆铺盖等生活用品和
劳动工具( 如砍刀、麻绳) ，并负责为工人买菜�15，菜
钱之后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工人自己做饭，自备午
饭带到蔗田。工作时间一般从 7 点到 17 点，天亮出
发，天黑返回。企业负责人安排车接送工人上下工。

大户一般会安排跨国农业工人住自己闲置的屋
舍或村集体的烤烟房，或在蔗田里临时搭建棚屋。
同样是由雇主买菜、菜钱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工人自
己做饭，天明上工，天黑返回。但一般是工人自己上
下工，除非蔗田离住所很远。

散户一般是两家或几家联合起来请工，以便分
摊请工成本( 住宿、水电、垫付的菜钱等) ，协调轮流
砍蔗。砍蔗工人的劳动条件类似于大户。但散户一
般通过非正式渠道雇用跨国农业工人，或者从大户
手中转包、租借工人，很少通过正式渠道雇用工人。

我们发现，散户不愿意通过正式渠道雇用工人，
与规范的务工制度增加了用工成本有关。用工成本
的增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招工成本增加。
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时，雇主向工头支付介绍费( 50
元 /人) ，工人向工头支付带路费( 300 元 /人) 。通过
正式渠道流入时，劳务公司向雇主收取办证费( 450
元 /人) ，一个月续签一次。二是管理成本增加。通
过非正式渠道流入时，越南和缅甸的工头会跟随入
境并提供管理服务，如买药、清点捆数、发放工钱;通
过正式渠道流入时，劳务公司会派遣工作人员进行
管理。但劳务公司人手有限，不能长驻地头。雇主
要花时间来管理工人，或者从工人中选拔一个工头，
并按天支付管理费。三是额外成本增加。正式务工
签证一个月续签一次，工人需要花至少一整天时间
或更长时间奔波于路途，不但不能砍蔗，还需支付续
签费 6 元 / ( 人 /天) 。以往一些有关南北移民的研究
也表明，移民的规范化并不能改善移民的生存条
件［19］(PP198－216)［20］(PP58－76) ，因为颁布移民权利的政策法令

是一回事( de jure rights) ，而政策和法令的实施与落
地又是另一回事( de facto rights) ［17］(PP1－9)。

我们 10 个人都来自塔赫丹( Thach Dan) ，我们
是一个村的，8 个女人，2 个男人。我是领头的，不砍
蔗，只集堆，每 10 捆有 1． 2 元。砍蔗工人拿 1． 2 元 /
捆，我不从中抽成，每天雇主给我 200 元管理费。工
人们最担忧的是生病，生病就砍不了蔗了。我们希
望能尽可能多带钱回家。( 越南工头，侬族，男，30
多岁，访谈记录 20180202)

这些增加的成本导致 2018 年入境的越南和缅
甸工人人数明显减少，雇主倾向于少雇人、延长工作
时间。例如，PL 屯 2018 年大约有 8 队越南砍蔗工
轮流转场，而往年一般有约 30 队�16。

总体来看，在华的工作要求使跨国农业工人几
乎得不到必要的休闲、照料和陪伴时间，集体性的临
时居所也使他们缺少生育和培养下一代劳动者的必
要场所。中国对入境人口的规范化管理尚未对提高
务工人员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

( 二)不同的工作内容，男高女低的劳动报酬
2015 年我们进入田野时，甘蔗产业内的劳动报

酬是一种按日和按件计酬的混杂体制。到 2019 年，
按件计酬已经占据主流，按日计酬只在散户为雇主
的情境下才能偶尔发生。

在劳动报酬方面，无论是流入渠道还是雇主类
型，都不是影响劳动报酬的最主要因素。决定跨境
农业工人最终能拿到多少工钱的，是越南和缅甸的
工头。工头通常为男性。雇主与工头商定工钱，并
给付工头，工头再下发给工人。这一过程中，工头一
般要抽成。在云南镇康，工头带的工人多，大工头下
面还有二工头、三工头。层层下来，每捆 1． 5 元的工
钱，工人只能拿到 1． 2 元左右( 2018 年数据) 。在广
西扶绥，2016－2018 年砍蔗的工钱年年上涨，从 110
元 /吨涨到 125 元 /吨( 节前) ，而工人拿到手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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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农业工人在伙食上相对节省。我们查看了一个雇主的买菜记录，他家有 9 个工人，一天购买的食材是 100 元的猪
肉、3 斤鱼、10 元的酸菜、5 元的辣椒、5 元的蒜头。主食是米饭或带玉米粒的稠粥。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天 10 多元钱的
伙食( 见访谈记录 ZK20181227) 。
跨国农业工人的减少也导致砍蔗工资进一步上涨。2018 年之前广西的砍蔗费基本保持在 1 元钱 /把，最高不超过 1． 2
元; 2018 年之后急速上涨到最低 1． 3 元 /把。云南的砍蔗费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为明显，2020 年的砍蔗费已上涨至
1． 7－2． 0 元 /把( 云南每把甘蔗比广西重 20 斤左右) 。



一直是 1． 1 元 /捆。我们访谈了广西和云南的多个砍
蔗队。同一时期、相同蔗区、同类雇主和相同的流入
渠道，砍蔗工资都可能会有差异，大约相差 0． 1－0． 2
元 /捆。集堆的工钱相差更大。广西扶绥的集堆价
格在某些砍蔗队是 1． 2 元 /10 捆，在另一些砍蔗队
可能是 1． 5 元 /10 捆，甚至 2 元 /10 捆。因为不同砍
蔗队来自不同村庄，而且蔗田之间相距较远，砍蔗工
人无法比较价格。工头也会叮嘱雇主，不要理会工
仔问他给工头多少钱这类问题。而且，跨国农业工
人来自多个民族，很多工人与雇主语言不通，根本无
法交流也无法问询。工头一般是在砍蔗结束后才跟
工人结算工钱。如果提前回国，工人只能拿到 1 /3
的工钱。这是工头控制工人的常见方式。

就雇主类型而言，跨国农业工人更愿意为农业企
业而不是农户打工。因为农业企业的蔗田面积大，工
作量大。而为农户打工，农户的蔗票不一定天天有，

有时会没有甘蔗砍。这时大户就会把工人出租给散
户( 出租的工仔每砍一吨，大户向散户收 50 元) 。这
种工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报酬不稳定性，是跨国砍蔗
工人所极力避免的。因为她们“抛下丈夫孩子来这
里，如果砍得少、挣得少，就不值得了”。另外，为农户
家打工时可能会被要求完成一些额外的无酬劳动，如
背回蔗叶喂牛等。在按件计酬的劳动体制下，无论为
哪种雇主工作，跨国农业工人都有过度劳作的倾向，
“我们没算过每天砍多少小时，我们都在尽量多砍”。

集堆是比砍蔗收入更高、更轻松的工作。集堆的
工人一般是男性。砍蔗的跨国农业工人需早上 4点多
就起床做饭吃饭，然后上工，午饭则带到蔗田吃。而集
堆的工人不用像其他工人起那么早。据工人反馈:“只
有跟工头关系好、身体好的男的才能拿到集堆的活。”
2018年调研时，我们遇到跨国砍蔗工人之间发生纠纷。
集堆的工人要求砍蔗工人自己捆甘蔗，砍蔗工人不肯，

就打了起来。这场男女混打在工头的干预下才停手。
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跨国农业女工依然要承担

更多的无酬劳动，如做饭、洗衣等。这些社会再生产
活动是维系有酬劳动、剩余价值积累的必要条件［35］。

她们在男性工头的监督和指挥下工作，到哪里、为谁
砍蔗由工头决定。报酬更高的集堆一般被分配给身
体更为强壮的男性。所以，尽管流动几乎总是带来

性别关系的重新协商［36］(PP99－117) ，在跨国农业工人的
流动中，女性也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机会，但流动后所
带来的收入红利更多地被跨国农业男工所分享。

六、结论与讨论:性别维度的农政变迁
跨国农业工人的研究迁移创造了多层面的农政

变迁［37］(PP845－872) ，并且这些变迁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丰富
的形态。但在关于农政变迁的讨论中，性别的维度往
往被掩盖了。不是因为这一维度不重要，而是长期以
来，阶级、种族等维度似乎更具有公共领域性质，更能激
发集体行动，更容易引发剧烈的社会变迁，也更能够得
到社会关注。但是，“人口、夫妻、代际矛盾不应当被视
为家庭内部或性别之间的龃龉，而应将其视为时代激
烈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挤压与张力”［38］(PP23－45，PP226－227)。

透过来华越南和缅甸农业工人的流动规律和劳
动状况，我们发现，谁流动、流动多长时间确实不完
全是家庭内部或个人的理性选择，而是受到更宏大
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
这一南南迁移的具体情境中，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
展吸引了相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即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促使中国的农村人口外流，中国
农村地区的结构性劳动力缺口不得不由跨国农业工
人来补足。而恶劣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艰苦的劳动
条件使跨国农业工人的社会再生产必须在本国内完
成。这使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呈现出“女性多、男性
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征。跨国农业女工虽
然在甘蔗产业内得到更多的迁移机会，但工资收入增
长的很大一部分红利仍然被男性跨国农业工人和工
头所获得。跨国务工的正规化没有能够改善跨国农
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反而增加了雇主的用工成本。

这些研究发现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对乡村振兴的策

略的谋划，需要在一个全球性的背景下进行。跨国农
业工人的到来影响了中国甘蔗产业的资本积累方式
和农政变迁的方向。例如，缅甸的战乱使众多缅民失
去了土地，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双重自由”的人并不
能被本国的产业所完全吸纳，而是借由相对便利的边
境交通大量进入中国。事实上，只要中国能够持续吸
纳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只要人工收获成本持续低于机
械化收获成本，那么从经济和社会层面上来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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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以代替人工，中国甘蔗产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
程也难以推进。单纯从技术层面改进机器的应用范围
和效率，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已经不再是左右中国
甘蔗产业农政变迁方向的关键性力量。中国甘蔗产业
近 50年一直推进机械化收获，但效果并不显著，与跨国
农业人口的流入有深刻的关联�17。中国甘蔗产业的农
政变迁因此具有“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特征。

其二，生产和再生产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和时
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它进行解读需要整体性视
角。跨国廉价劳动力的获得，是以遥远的输出国国内
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福利支持为代价的。这种生产和
再生产在地理上的区隔与分离，一方面使中国的甘蔗
产业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
又无法满足甘蔗产业在整个收获期对廉价劳动力的
结构性需求。整体性视角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生产与
再生产在时空上既分离又关联的特性，也能使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甘蔗产业的发展所受到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农业工人受到雇主、工头、
劳务公司的层层剥削，而跨国农业女工在其中所受
的控制和压榨更为深重。她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处在
工头的监督和安排之下。通过控制工资的发放和交

通路线的安排，通过把持与雇主沟通的权力以及经
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工头牢牢地掌握了跨国农业工
人的劳动，使她们承受着雇主和工头的双重剥削。
但这种剥削还没有激起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对工
头的不满只是表现为隐约的耳语和偶尔的打斗。

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绝大部分越南和缅甸
的跨国农业工人离开了中国，并在 2020－2021 年制
糖期无法入境。原本不引人瞩目的跨国农业工人的
现象因此凸显出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政策作为
一种新常态深刻地影响了跨国农业工人的生产生
活，也影响了中国甘蔗产业的生产方式。尽管跨国
农业工人急于回到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 ［34］(PP139－191) ，
因为这部分务工收入已经成为他们维系家庭劳动力
再生产必不可少的部分，但他们显然已经无法在短
期内入境。中国的甘蔗产业又暂时回归到帮工、换
工的阶段。一方面农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高价雇用
本国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带
领下积极组织帮工队和换工队，相互砍蔗�18。这一
现象是否会进一步改变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
例如是否有可能促使中国甘蔗产业更顺利地推动机
械化转型，还有待密切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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